
内容提要

这是一部研究清代朴学与文学互动关系的理论专著。它在

丰富翔实的文献资料基础上，着重梳理了清代朴学与文学各个

发展阶段中两者之间相互影响、相互转化的内在规律，以朴学在

清初的萌发、乾嘉的鼎盛及晚清的衰微为参照，对朴学变迁与清

代近三百年文学观念、文学思潮、文学创作、文学研究的发生、发

展和演变规律作了深入的研究，提出了清代文学的演变与清代

经学的变迁恰为同步的见解。全书共分三编：上编探讨了清代

朴学萌发与清初文学经世特征的内在联系；中编阐述了清代朴

学的鼎盛对乾嘉时期文学多元化格局形成的影响；下编则分析

了清代朴学的衰微与晚清文学时代精神之间的转换关系。本书

既注重对朴学与文学关系的纵向梳理，也注意对两者间横向渗

透的阐发，既有纵线性，又有并时性，突破了长期以来研究清代

文学偏重于对文学发展进程的追述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评述的

旧模式，为清代文学研究开辟了新途径。



总 序

张岱年

中华学术，源远流长。春秋战国时期，诸子并起，百家争鸣，

是为诸子时代。汉代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于是经学成为官学，

是为经学时代。魏晋之世，玄谈盛行，以《老》、《庄》、《易》为三

玄，是为玄学时代。之后，佛教逐渐发展起来，至隋唐之时，佛学

有高度发展，而儒门淡泊，是为佛学时代。北宋时期，理学兴起，

批判了佛学与道家，恢复了儒学的正统地位，理论思维有进一步

的发展，经历元明，是为理学时代。到明清之际，许多学者批评

理学的空疏，趋向于考证之学，是谓朴学时代。十九世纪后期以

来，西力东侵，西学东渐，到二十世纪，出现了融会中西的学术思

想，是为西学东渐的时代。

中华学术，根据传统的说法，分为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、辞章

之学。义理之学即是哲学，考据之学即是史学，辞章之学即是文

学。这是举其大要而言，还有经世之学即政治经济学说以及天

文历算、兵法、地理、医药、农学等等。但是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

与辞章之学占主要地位。辞章之学即文学，包含诗、赋、词、曲，

与一般民众关系较为密切。各门学术是互相影响的。辞章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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亦受到义理之学、考据之学的影响。研究历代文学与义理之学、

考据之学的关系，是有重要意义的。

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编辑出版《中华学术与中国文学研究丛

书》，主要研究先秦诸子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、宋明理

学、清代朴学以及近代西学东渐对于各时代的文学思潮、文学风

格和文学流派的形成发展等方面的影响，阐释各时代文学的特

色及其发展过程，这是有重要意义的。百花洲文艺出版社的编

辑同志希望我为丛书写一总序，于是略述中华学术的源流作为

弁言。

一九九七年八月 于北京大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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绪 论

本书系断代文学史的研究。论述时间与范围及对象，是清

代的朴学与中国文学。以朝代史为依据，“清代”的年限应自立

国定都北京至辛亥革命（员远源园—员怨员员）。目前通行按社会史分

期，以清道光年间的鸦片战争为近代的起始，因而讲清代文学

史，以此后的文学研究为近代文学。本书所谓“清代朴学与中国

文学”，即以朴学在清初的萌发、乾嘉的鼎盛及其在晚清的衰微

为参照，实际上特指由明清之际到鸦片战争前后近三百年作为

上下断限的清代经学与文学关系的研究。

经学，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一直被视为代表中国学问与学术

的正统。自汉代汉武帝“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”以后，便成为中国

古代儒家正统思想的主要表现形式。它由最初的五经，逐步扩

展至十三经。作为中国封建社会法定的经典，它直接影响封建

经济基础；作为封建意识形态，它又支配着诸如哲学、史学、语言

学和美学等封建上层建筑文化的各个部分。中国古代文学的发

展，不仅与经学息息相关，有的甚至直接采取了经学的形式。六

朝刘勰就说过：“惟文章之用，实经典枝条，五礼资之以成，六典

因之致用，君臣所以炳焕，军国所以昭明，详其本源，莫非经典。”

（《文心雕龙·序志》）清代，被人们称为“经学复盛的时代”。它是

继先秦诸子学、两汉经学、魏晋玄学、隋唐佛学和宋明理学之后，

中国古代学术史上的又一个重要发展阶段。清初学者虽然继承

员



了宋明以来的理学研究，但对宋学以理说经，尤其宋学末流的虚

浮、空疏、浅陋以及“袖手谈心性”的学风表示憎恶。顾炎武大倡

“舍经学无理学”之说；黄宗羲强调“圣经兴废，上关天运”；方以

智考名物、象数、训诂、音声，穷原溯委，词必有证；毛奇龄则认为

“家国天下大经，尽在六经之中”，首开经典考据之风。

清初的经典研究，其内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：首先是对宋

代《易》学的反拨，廓清宋代学者对《易》学的种种附会之说。众

所周知，宋儒的《易》学研究繁复芜杂，其中尤以“先天太极”之说

最具代表。如邵雍以《易》学理论糅合道教之说，制定“先天八卦

图”，以此推测自然与人的客观变化规律，开创了《易》学的“先天

学”。朱熹又将周敦颐的“太极图”结合邵雍的“先天学”，熔铸成

“先天太极”说。在朱熹《易》学理论影响下，宋、元、明的《易》学

研究形成了“舍图、书无以见《易》”的定式。也正因此，宋儒《易》

学成为清初学者批判的对象。黄宗羲作《易学象数论》，从经学

的角度，对朱熹的穿凿不经“騎发传注之讹，复还经文之旧”。黄

宗羲认为把“先天”加于文王、周、孔之前，是背离了儒家传统。

胡渭的《易图明辨》广泛收集了宋以前的各种附益于《易》的图

象，考证其作者、年代、内容，以及其分合流变、来龙去脉，对错综

纷纭、诡伪变异的图象背景，作了全面的清理、考证，得出“《易》

图出于道教”的结论，从而认为“凡为《易》图以附益经之所无者，

皆可废也”。此外如王夫之、孙奇逢等清初学者对宋儒《易》学也

进行了广泛的批评和抵制。其次是对儒家元典的整理和考订。

朱彝尊的三百卷本《经义考》，是中国第一部儒学经籍史，博采自

晚周先秦迄于明代的经典研究成果，包括逸经、纬书、拟经之类

的各种著述，通过经史考订，使两千余年经传原委一一可稽。作

为嘉庆年间刊行的《十三经注疏》的先行者，《经义考》是清初经

典研究的重要著作。阎若璩的《古文尚书疏证》（一名《尚书古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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疏证》）广引经传古籍，将自东晋之初传下来、历代立于学官的这

部古文《尚书》考证其伪，从而使雄踞意识形态顶端座上、被尊奉

了一千九百余年的煌煌“圣经”，终于恢复了原貌。张尔岐绝意

仕进，潜心经籍，对《礼》有精深研究，所著《仪礼郑注句读》，章分

经注，酌定句读，融以己意，考辨详博，被誉为开清代《礼》学研究

之先河者。

清初学者对宋儒《易》学的批判以及回归儒经元典的学术取

向，也同样影响和渗透到清初的文学。清初钱谦益从学术、人

心、社会治乱等方面来探求文学变化的根源，寻求转变当时文风

的契机。他认为学术决定文风，主张振兴文学须先正学术，转变

文风须穷经学古。黄宗羲提倡文学创作渊源于经学造诣，认为

作家在艺术上的建树，应以思想、学术上的独创性为前提。顾炎

武从改变文风的需要出发，重新确认了自先秦以来通行的杂文

学观念并扩大了“文”的内涵，认为百王之典与五经、诸史同属

“文”的范畴。在诗歌创作领域，儒家诗教再度登上诗坛，由尊杜

风潮而引发了诗史观念的拓展，促使清初诗人告别含蓄蕴藉的

唐诗而转向质朴直露的宋诗。

清代中期的学术文化领域，继承了清初古文经学的训诂方

法而加以条理发明，以朴实的考证手段用于古籍和语言文字学

的研究，形成所谓的“朴学”。又因其特重两汉经学，故又称“汉

学”。这样的学术研究，至清代乾嘉之际变得异常繁荣，考据的

对象已越出经义诠释而扩大到考究历史、地理、天文历法、音律、

典章制度，并形成众多的地域性学派，统称“乾嘉考据学派”。乾

嘉考据学派中，率先以古文经形式进行纯汉学研究的，是以出生

于江苏吴县的惠栋为代表的吴派和以出生于安徽休宁的戴震为

代表的皖派。两派的经典研究方法 ，都从研究古文字入手，重

视声韵训诂，提倡由小学训诂上溯义理。稍后扬州学派继承和

猿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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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展了吴、皖两派经典研究的传统，成为乾嘉朴学的主力。

在乾嘉诗坛，沈德潜提倡以六经为基础，以“温柔敦厚”为诗

歌创作宗旨的“格调”说。身为考据家的翁方纲，则摒弃了宋儒

“以理言诗”的外表形式，而是将儒家思想与经典研究方法融入

诗歌创作，试图以考据学统治诗学，于是总结前人以条理、道理

论诗，熔冶提炼，铸成与官方学术相契合的“肌理”说。与“格

调”、“肌理”迥异其趣的是以袁枚为代表的性灵诗派的崛起。他

们虽然讥弹考据，但更反对宋儒，在肯定人的情欲与自我价值方

面，则与朴学家的观念一致。在乾嘉文坛，以姚鼐为代表的桐城

派以古文理论的形式提出义理、考证、辞章合一的主张。而以戴

震为代表的吴、皖二派的考据家（包括钱大昕、段玉裁、焦循等当

时著名朴学家）则对以宋学立论的桐城派的古文理论从思想上

作了抨击，形成了考据家与桐城派文论的对峙格局。双方在论

辩的过程中，援引的主要理论仍是儒家的经典。因此，考据家与

桐城派关于“道”和“艺”的论辩，实际上反映了清代中期朴学家

与宋学家对儒家经典与文学创作之间关系的不同理解和争执。

与此同时，以朴学家为主体的骈文创作也迎来了它的中兴。而

“骈散合一”论的提出，则标志了乾嘉后期朴学研究走向会通在

文坛上的反映。焦循、张惠言撷取了《易》学的观点、方法，对时

文的理解和对词学的研究，充分展示了经学造诣与艺术思维的

融通。

嘉道年间，今文经学独盛。朴学因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陷，

已成明日黄花。随着理学的死灰复燃，道咸以后，古文经学终于

走向与宋学的合流，并为“汉宋兼采”所取代。这一时期的诗坛，

以龚自珍“尊情”为核心的诗歌创作，成为时代的最强音，在某种

程度上可视为晚明以来文学新思想在朴学家诗歌创作中得以复

活。以包世臣、冯桂芬等人为代表的经世派文论，虽敢于厕身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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会现实，但“汉宋兼采”的学术取向，决定了他们未能走出传统。

晚清祢宋诗学泛化，以考据入诗，重蹈“肌理”说的覆辙，成为传

统诗学的绝响。而由晚清步入近代的章太炎与刘师培，号为朴

学大师，但他们的纯汉学研究，已远离乾嘉朴学的轨迹，而更多

的来自于对清初失落了的传统的自觉继承，暗示了清代朴学的

终结。至于他们的文学研究，也始终未能摆脱朴学的羁绊而另

开新局。

纵观清代文学的演变过程，固然有其发展的自身机制，但在

一定程度上又与清代经学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。经学作为古代

社会的意识形态，它与文学虽有不同的思维方式，但它们是相互

影响、彼此互渗的。恩格斯曾说：“政治、法律、哲学、宗教、文学、

艺术等的发展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。但是，它们又都互相影

响并对经济基础发生影响。”! 恩格斯的这段话，不仅对我们理

解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辩证关系以及上层建筑各部门之间的

关系有着深刻久远的指导意义，同样也适用于我们理解文学与

经学之间的关系。文学作为反映人生、描摹人生、提出人生理想

的艺术，它展示出人的精神世界的全部丰富性，而作为封建社会

统治思想的经学也必然在文学作品的审美意境中，折射出创作

主体的世界观和思想倾向。

考虑到清代经学的变迁与文学观念演化内在的有机联系，

因而本书的研究，既注意纵线性的发展阶段，同时也顾及其并时

性。前者以历史的时空因素为演变主流，后者则不受时空或历

史因素的影响，而是以文学的特殊内涵为出发点。因此在广集

和阅读有关文献资料的基础上，本书着重梳理清代经学与文学

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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员怨苑圆年版，第 缘园远页。



各个发展时期中两者之间的相互影响，并探讨两者之间相互转

化的一般规律，从而突破以往清代文学研究偏重于对文学发展

演进的历史追述和对文学作品的鉴赏评述的旧模式，旨在深化

对清代文学史的研究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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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编

清代朴学的萌发和清初文学的经世特征



公元一六四四年，满洲八旗劲旅在明将吴三桂的

臂援下，以飓风之势越过山海关进驻北京，宣告了中国

最后一个封建王朝———清朝的确立。

清代开国，是在明末天崩地解的历史剧变中实现

的，它与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少数民族建国一样，不仅

具有征服者和曾经被征服者的双重特征，而且还带有

浓厚的朴野文化战胜强大汉文化的虚怯心理。这就决

定了清王朝建国伊始，除在政治上不得不继续仿照明

朝制度外，还必须实行吸收汉人精英协助满人掌权的

治国方略。为了加强思想文化乃至学术领域的控制，

清初顺治、康熙期间，朝廷大力提倡程朱理学，重用熊

赐履、李光地、汤斌、张伯行等理学名臣，重刊《性理大

全书》，编印《御纂朱子全书》和《御纂性理精义》，开科

取士，兴博学鸿词科，开设明史馆，寓禁书于修书。同

时又查禁反清书籍，大兴文字狱。通过威逼利诱、软硬

兼施的手段，从而圈定了清初学者治学的范围，制约了

个人的学术导向。

清初学界在清廷的控制之下，一方面是作为官方

正学的理学的泛化，并且在新形势下出现“尊朱抑王”

和“崇王黜朱”两股思潮；另一方面，一批以誓死报效先

朝的遗民为代表的在野儒者，在明末的残酷现实中粉

碎了自我中心的幻象，通过总结社会更迭和学术演化

的历史，将明代灭亡的原因归咎于理学的空疏。顾炎

武主张学术“经世致用”，有益于政治和移风易俗；黄宗

羲强调“学贵适用”；朱之瑜提出“经邦弘化，康济艰难”

的为学宗旨。颜元则认为“救弊之道，在实学”，从而再

度探身于原始儒学，寻求救世良方。自晚明以来的通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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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用也因此再度演化为经世思潮。而作为经世的首要

任务，便是重新恢复和判定被宋儒误解了的经书内涵。

如胡渭、毛奇龄、阎若璩、姚际恒及黄宗羲、黄宗炎兄弟

等对《易》、《古文尚书》、《诗传》、《诗说》、《周礼》、《大

学》、《中庸》等一一加以考辨，于是出现了清初经典考

辨要求回归儒经元典的运动。由于学者从事的经典辨

伪工作继承和发扬了汉代经学家由训诂文字、考证名

物典章制度入手，学风较为朴实无华实事求是的治学

精神，因此清初学术取向也逐渐朝实证、理性方向转

换，客观上成为后来对传统学术进行全面整理和总结

的乾嘉考据学的先导。

同学术思想方面的回归元典相适应，清初文学也

呈现出经世特征。清初钱谦益、黄宗羲、顾炎武等提出

了通经汲古、返朴归真的文学创作思想。清初的经典

考辨引发了《诗经》学的辨伪风气，并为儒家诗教再度

登上诗坛提供了契机。而由尊杜风潮所显现的诗史观

念，则明显带有经史考证的烙印。经学研究的尊汉黜

宋，即由浮诞改为质朴，其直接社会效应，莫过于诗坛

的祧唐祢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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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七世纪中叶，随着清王朝政权的日益巩固，

一度趋于沉寂的程朱理学得到政府的支持和提

倡，被官方确认为“正学”，再度高踞庙堂。然而同

属理学的阳明学说，虽因其“说玄说妙”而遭到清

初学界的批判，但仍活跃于民间，并为主要从事诗

歌创作的文人们津津乐道甚而公开予以表彰，反

映出与官方截然不同的学术取向。但两派之间的

攻驳、争辩却日趋激烈，最终导致理学自身的衰

落。与此同时，一批前朝遗民和在野儒者，深感宋

明理学的空疏误国之痛，反对空谈心性，力倡务实

学风，试图发扬原始儒学经世致用的优良传统以

复兴传统经学。

一 理学的颓势与文人的抉择

通过武力征服才入主中华的满洲贵族，其政

教风俗，无一同于汉族。然而政治和军事及民族

的冲突，却促进了深刻的文化交融。历史文化的

缘



演进过程，往往也是朴野文化最终为高度成熟的文化所同化的

过程。在征战中取得节节胜利的满洲铁骑，便在这种文化交融

中被潜移默化，终于再次步入历史上征服者被征服的老路。为

了餍服汉族士大夫，惟有尊孔尊儒，袭用传统儒学作为思想统治

的工具。顺治二年（员远源缘），清廷下令改国子监牌位为“大成至圣

文宣先师”，当时担任摄政王的多尔衮亲到孔庙行礼。康熙十六

年（员远苑苑），颁布“圣谕”六条，规定以儒家思想作为政治的以及道

德的训条。康熙二十二年（员远愿猿），谕大学士等：“凡所贵道学者，

必在身体力行，见诸事实，非徒托之空言。”二十五年（员远愿远），谕

礼部：“自古经史书籍，所重发明心性，裨益政治，必精览详求，始

成内圣外王之学。⋯⋯实有关系修齐治平、助成德化者，方为有

用。”（《东华录》卷十二）康熙皇帝还进一步认为，朱熹的文章与

言谈中，全是天地间的正气、宇宙间的道理，读了朱熹的书，才知

道施仁政、揽人心以治国平天下的方法。为了表彰朱熹的学说，

康熙一方面将朱熹配享孔庙，另一方面又以皇帝的名义，下令编

撰《日讲四书解义》、《日讲书经解义》、《日讲易经解义》、《春秋传

说汇纂》、《诗经传说汇纂》、《御纂性理精义》，一律以朱熹注为

准。开科取士，士子应试作答不得逾越朱注的四书五经。程朱

理学由于朝廷的提倡而成为官方钦定的正学。嘉庆时袭封礼亲

王的昭连曾说：

仁皇夙好程朱，深谈性理，所著《几暇余编》，其穷

理尽性处，虽夙儒耆学，莫能窥测。所任李文贞光地、

汤文正斌等皆理学耆儒。尝出《理学真伪论》以试词

林，又刊定《性理大全》、《朱子全书》等书，特令朱子配

祠十哲之列。故当时宋学昌明，世多醇儒耆学，风俗醇

厚，非后所能及也。（《啸亭杂录》卷一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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昭连此说大致反映了历史的真实。不过，清初程朱理学的信奉

者，究其实质而言，他们的理学是偏重政治而非学术的，如熊赐履

以向清廷贡献理学，且扶之为官学正统为己任，于学术无所建树。

但他主张“圣贤之道，不外乎庸。庸，所以为神也”，却由此成为清

代理学家崇奉的金科玉律。既以程朱为正统，所以对其他学术观

点，均以接近程朱为准绳，分别判定释、老、杨、墨皆为异统，荀子、

王守仁等为杂统，罗钦顺、高攀龙等为翼附之统等等，取径极隘，

门户极峻，尤其是攻击王学可谓不遗余力。熊赐履说：

自姚江提宗以来，学者以不检饬为自然，以无忌惮

为圆妙，以恣情纵欲、同流合污为神化，以灭理败常、毁

经弃法为超脱。学术人心，敝于败坏。若非东林诸子

回狂澜于横流泛滥之中，燃死灰于烬尽烟寒之后，茫茫

宇宙，竟不知天理人伦为何物矣。（《闲道录》）

众所周知，明代中期，王阳明的“良知”学说风靡学界，程朱

学说也日趋衰敝，仅靠朝廷的支持和科举考试得以维系其地位。

清初顺、康二朝提倡理学，独尊程朱，重新确立朱熹学术的权威，

因此抨击王阳明的学说，既是清初程朱派的共同特征，又是当时

学界的一种时髦。如熊赐履的学生李光地也是“非程朱不敢

言”，陆陇其更是认为“吾辈今日学问只是尊朱子，朱子之意，即

圣人之意，非朱子之意，即非圣人之意”（《松阳讲义》卷一）。这

种抬出朱夫子企图垄断学术的个人意愿，在清初程朱理学家中

颇具代表性。又如被陆陇其誉为“辟邪崇正之学”的吕留良也

说：“欲正姚江之非，当真得紫阳之是。”“某平生无他识，自初读

书，即笃信朱子之说，至于今老而病，且将死矣，终不敢有毫发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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疑，真所谓宾宾然守一先生之言者也。”（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一

《答吴晴岩书》）以至于稍后的著名文士戴名世在追述吕留良的

学术贡献时声称：“二十余年以来，家诵程朱之书，人知伪体之

辨，实有吕氏倡之。”（《戴名世集》卷四《九科大题大序》）对程朱

学说的盲目信从，必然转向对王学进一步的批判。

王阳明心学发展至明万历年间，其种种弊端已日渐显露，尤

其是它的“空言之弊”已被心学追随者泛滥至极。他们弃儒入

佛，说空说玄，不闻国事，有所谓“人情以放荡为快，世风以侈靡

为高”，崇尚浮华不实的学风，因此引起了以国家安危为己任的

东林名士们的强烈反对。如顾宪成在肯定王阳明“良知”学说对

于“桎梏于训诂辞章”的士大夫具有“一时心目俱醒”作用的同

时，也严厉斥责它的危害：

此窍一凿，混沌几亡。往往凭虚见而弄精魂，任自

然而藐竞业，陵夷至今，议论益玄，习尚益下。高之放

诞而不经，卑之顽钝而无耻。（《小心斋札记》卷三）

明帝国的迅速覆灭，震动了当时那些“志在世道”的名士们。

他们痛定思痛，转而进行深刻的自我反省、自我批判，总结明亡

的历史教训。虽然各有侧重，表达方式也颇不一致，但他们判定

王学以及王学的信从者应该替明亡负责的意见却是相同的。清

初批判王学的思潮亦由此开端。吕留良说：“道之不明也，几五

百年矣。正嘉以来，邪说横流，生心害政，至于陆沉，此生民祸乱

之原，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。”（《吕晚村先生文集》卷一《复高汇

旃书》）陆陇其认为：“每论启祯丧乱之事而追原祸始，未尝不叹

息痛恨于姚江。”（《三鱼堂文集》卷八《周云虬先生四书集义序》）

将明朝的灭亡归咎于王学，这并非是历史的真实。然而将王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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